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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体”与“用”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了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历史、改革和未来的发展思路，认为自主创新
应该包括对科技体制本身的全面认识和不断创新，科技体制的“体”的建设最终是其“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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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１年７月，温家宝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十分尖
锐地指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
了很大成绩，但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
的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科技经济‘两张皮’
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二是宏观科技决策机制和组
织结构不合理，造成体制分割，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
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
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三是广大科技人员的
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潜力还没有充
分发挥出来。在不少研究领域，中青年科研人员特
别是处在研究工作一线的高水平人才难以脱颖而

出。”〔１〕

与早已众所周知的我国原有计划式科技体制的

主要弊端（参见下文）相互对照，可以说这三大问题
是何其相似奈尔！即使从１９８５年算起，经过了近
３０年的科技体制改革，而且上述三大问题在改革过
程中也自始至终是改革者高度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

点问题，尽管从纵向对比来看也的确都有了相当程
度的改善，然而时至今日，此三大问题仍是如影随
形、挥之不去，这不得不一再引发人们的思考———是
否需要重新认识和深入反思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体”与“用”的问题。

１　中国科技体制的建立：
“用”证明“体”

　　科技体制是指科学技术的组织设置及其相互之
间的组织性制约关系，通常包括组织结构和运行机
制两个部分。近代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发生在１７世
纪６０年代，以形成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科学研究和科
学交流活动为主要标志，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产物。总的来说，世界各国的科技体制因
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各有千
秋，但从起源上看，不外乎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种是
分散型模式，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代表；另一种是集中
型模式，以法国科学院为代表。时至今日，世界上多
数国家的科研体制实际上是介于分散和集中两类模

式之间的。
中国现代科技体制的建立、发展从一开始便走

上了相对集中的道路，这也的确是由中国自身的历
史国情所决定的。
以１９１５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和１９１６年成立的

地质调查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科技体制化建设的
起步探索阶段。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体
制的建设晚了约两个半世纪。如同其他科学后进国
家一样，在推进科技体制化的初始阶段，中国也必然
是按照先进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进行移植和“克
隆”。

１９２８年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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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技体制的初步确立。其主要特征是，法定中央
研究院作为国家学术研究的最高机关，下属研究所
成为国家综合科研中心，经费来自国家拨款；聘请最
有成就的科学家组成评议会（始于１９３５年，并于
１９４８年建立院士制度）负责对全国科学研究进行指
导、联络和奖励；国立科研组织在国家的科技体制中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旧中国时期的科研力量可以
说是微不足道的。
新中国伊始，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

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标志着中
国国家科技体制的真正确立，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在
中国也由此真正开始发展壮大了。随着“向科学进
军”、１２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的
科研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
则形成了５大方面军，即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
央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研究机构、国防科研机
构。中国的科技体制已经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几年间，相继取

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在
整体上以较快的速度显著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

差距。这一历史实践表明，在当初经济发展水平极
为低下、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中国，无法按照英美的
发散型科技体制模式发展，只能 “集中力量办大
事”。政府直接组织科技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
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也完全由政府
按计划统一调配。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
体制基本上是成功和有效的。杨振宁先生曾中肯地
评价说：新中国４０多年来通过“一是人才训练”，“二
是科研机构的建立”，“三是工业的发展”，“中国的科
技已经达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可以说，近代科技已
经在中国本土化了。”〔２〕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在引进科技体制、推进科技
发展的艰辛曲折过程中，往往同时承载着民族救亡
与生存发展的巨大现实压力，急功近利在所难免，也
因此不难想见，某些时期中国科技体制在“用”的方
面的极大成功也自然作为“体”的建设方面的合理证
明。

２　中国科技体制的改革：
“体”为“用”服务

　　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模仿前苏联的科技发
展体制，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科技体制。进
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这种计划式的科技体制受到
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声
驱千骑疾，势卷万山来”，汹涌澎湃的新技术狂飙导

致几乎所有学科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科技
成果被迅速推广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
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国际间竞争变得更加复
杂化，逐渐转向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

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也转变
为有较强经济指向的赶超型战略，这些都对科学技
术提出了更多、更新的迫切需求，“用”的变化要求
“体”的改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原有计划式科技体制

深层结构中存在的固有弊端日益显现出来，有的甚
至影响至今：一是该体制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
体系，科研单位只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
会及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加之企业方面科研创新
能力很弱，导致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形成科技和经
济之间的“两张皮”现象。二是科研单位产权不明
晰，缺少公平的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机制，科研机构自
身难以从研究成果上得到收益，在经济上缺乏自我
发展的能力。三是科研部门条块分割现象十分严
重，科技资源配置分散重复、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甚
至引发腐败问题。四是在科研院所内，国家用行政
手段直接管理过多，存在着“大锅饭”的现象，科研单
位缺乏自主权，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人员的主动性
与积极性。上述弊端试举一例便可管中窥豹，美国
发射的 ＭＯＤＩＳ资源卫星数据接收站在本土只有１６
套，英、法、德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各只有一套，可我国
在已建成３０套（仅北京地区就有８套）后，各部门、
各地区还有５０套的购买计划！〔３〕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逐渐提上
议事日程，从时间发展顺序上看，大致可将中国科技
体制改革分为如下几个阶段〔４〕：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试点、探索。科技体制改革尝
试着逐步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鼓励发展横向联
系，开始实行科研责任制和合同制，初步发展了技术
市场和技术贸易。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陈春先建立
了中国首家民营科技实业机构———北京先进技术发
展服务部，尤如星火燎原，从此各类技术经营实体在
全国迅速增加。

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全面展开。１９８５年３月，《中共
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
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阶段。重点是放松科研
机构的管治，改革拨款制度，落实“经济建设要依靠
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放活
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政策供给集中在技术市
场、拨款制度、组织结构及人事制度等方面。尤其拨
款制度的改革，从资金供应上改变了科研机构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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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的依附关系，迫使其通过主动为经济建
设服务，争取多渠道的经费来源，即所谓“堵死一头，
网开一面”。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调整、深化。以１９９２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经济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
段，同时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调整为“面向”、“依靠”
加“攀高峰”，科技发展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布局，即面
向经济主战场，发展高科技及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
并按照“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要求，分流人才，调
整结构，推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１９９３年全国
人大通过了中国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明确规定：“全国研究开发
经费应当占国民生产总值适当的比例，并逐步提
高”。

１９９８年至今：自主创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
科技体制改革在此期间进行了实质性调整。１９９８
年以后，国家部委所属３７６个技术开发型研究院所
分两批进行整体企业化转制，成为科技型企业、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或者进入企业，随后国防科技体制也
通过改革成立了１０大集团公司。加速科技成果产
业化，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提高企业创新能
力，构建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互动的技术创新体系
等方面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走向。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再提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性、
机制性障碍，有效整合全社会科技资源，推动科技与
经济的紧密结合，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
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
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进入新世纪的门坎上，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

“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战略，根据自主创新的定义
和分类，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三种基本的类型。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
新战略，自主创新一如继往更多地仍是关注和强调
科研活动的方式和结果，相对缺乏把科技体制和机
制的创新本身也纳入到“自主创新”范畴中来的维度
和视角，而对后者的有意无意地忽视可能恰恰造成
了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进一步蓬勃大发展的制度性

制约。这也无疑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常常是过多地
强调科技体制改革所能够带来或者期望的结果（即
“用”的方面），而对科技体制本身（即“体”的方面）的
改革始终比较缺乏全面的认识和探讨，以及重点的
关注和反思。

３　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
“体”为“用”之本

　　在科学体制的“体”的两个组成部分中，组织结
构常被视为“硬”的、看得见的“表面”部分，运行机制
则被视为“软”的、不明显的“里面”部分。通常认为，
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但实际上后者亦有
“有形”如纸面上的规章制度，同样可以较容易地引
进和“拿来”，例如我国在改革进程中无论从科学基
金会、科技成果转化机构还是到科技评估制度、奖励
制度等都能够依葫芦划瓢般地很快建立起来。然
而，即使“有形”的规章制度也往往与无形而微妙的
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习俗等密切相关，反映在
“用”的方面，即各国科技发展的具体运行实践过程
中便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别。世界科技
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变革历史恰是这一多元、复杂过
程的生动写照。
自英、法在科技体制发展道路上各自开创出不

同的方向后，后进的科技大国在跟随效仿的同时，在
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两方面均大力开拓和创新。如
德国独辟蹊径、创出生天，首次将大学里的教学工作
和科研探索紧密结合起来，在建立教授教席制度的
同时也探索出了诸如教学实验室、科研讨论小组
（ｓｅｍｉｎａｒ）等的学术交流和学生培养的新机制，重点
建立起了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学制度：教师要想在学
术上晋升，不能只靠上课，必须拿出学术上的“干
货”———科研成果来，这也是今日大学里人人都要搞
学术、“不发表就滚蛋”（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的滥觞，
从而使德国大学里庞大的教师队伍一举成为科学研

究的中坚力量，能够不断授出博士学位，据统计仅美
国在１９世纪就有约一万人到德国大学接受研究生
训练，〔５〕这也使得德国迅速超越英、法成为新的世界
科学中心。
后来者美国更是再接再厉、全面开花，在大学的

系、研究生院和工业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机构设
置，以及教学讨论班、研究生奖助金制度、博士后、课
题制、科学基金制等机制方面大胆革新，最终形成了
主要以大学、企业、政府三分天下的科研体制格局
（另有体量虽相对较小却意义十分重大的私人科研
组织机构、基金会等），将学术求知导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市场利益导向（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国
家任务导向（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不同科研运行机
制珠联璧合、融为一体，既相互补充和衔接，又相互
制约和平衡，为其科技创新活动源源不断地带来勃
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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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科技体制中有形的组织机构，内在无形
的运行机制象是统摄各组织机构的神经系统，控制
着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效率和结果，当然在运行机
制之后还有更里层的的灵魂———对科技体制以及科
技发展本身的认知和把握。纵观中国科技体制近百
年发展和３０年体制改革，由于长期处于相对被动的
“追赶”状态，在学习引进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现象始
终存在，对于外在有形的方面大多有样学样地搬来
了，但对无形的机制方面以及更深层的认知方面则
始终存在相当的差距和误区，有的甚至买椟还珠、适
得其反，限于文章篇幅试举几例如下。
项目和课题制原本是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同时

加强各机构、人员的横向联系，以及增强科研管理的
导向性，但在今日中国科技界项目满天飞、课题是命
根的环境下，人人都四面出击抢项目、抓课题，捞进
碗里的都是菜，研究人员就象是“狗熊掰苞米———掰
一个扔一个”，“十年磨一剑”几乎成天方夜谭。其
直接后果是长期学术积累根本无从谈起，科研课题
日益小型化、分散化，课题跟踪重复的多，甘冒风险、
大胆创新的少；研究所科研布局越来越松散零落、综
合调控能力反而大为减弱；面对科研院所“蜂窝煤”
状的课题组织结构，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早
已是疲于应对、不堪重负了，其管理“绩效”也可想而
知，以致于连中国科学院的科研管理者也要大声疾
呼：“现在已经到了从科学技术生产力属性的角度，
全面审视课题组制度的时候了！”〔６〕原本相对清净的
科研领域也出现了如某些学者所称的“市场人”现
象，整个科技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科研人
员成了企业建制模式下流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员，科
研工作越来越像是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成本核算、投
入产出率都变成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形恰如
海德格尔所言，“学者消失了，代之以致力于各种各
样研究计划的研究员。”〔７〕

同行评议被公认为是促进科学探索的有效方

式，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在多年前就统计过该基金
会通过同行评议先后资助过１７０多项后来获得诺贝
尔奖的科研工作。但同行评议到了中国就变味儿
了，如其要求的保密原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就很难
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平
原曾就此大发感叹：“就连学术委员会开会，也无法
保密，你说了谁的坏话，第二天清晨当事人就会‘理
直气壮’地找上门来。而这在国外大学是不可想象
的。”〔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变了味儿的同行评议已
经带来科研评审中的“逆淘汰”问题：中国同行“重视
的不仅不是学术水平，而且不是年龄、不是学术年
资、也不是在国内科学贡献大小，水平低一点、年纪

轻一点、年资低一点、国内工作少一点，都不是特别
的问题，而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
起很大的作用。”〔９〕

科研成果评价引入ＳＣＩ指标原本大概是与国
际接轨，但在行政管理的强力驱使和奖励诱导下，中
国的ＳＣＩ论文数量是“日日新、又日新”，但却不可
避免地带来了论文质量普遍不高、引证率极其低下
的后果，ＳＣＩ也从原来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科
学引文索引）变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Ｓｔｕｐｉ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ｎｄｅｘ”（“愚蠢的中国人指标”）。
上述几例机制方面的问题根源，无不可以追溯

到对科技体制本身的认知方面存在的误区。中国现
代科技由于先天不足、后天恶补，为了尽快追赶和超
越，在某些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本也无可厚非，
但以为在所谓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引下强调所有人
劲儿往一处使、共同办几件科技大事就能大功告成
则恐怕太想当然。
科研创新从早期万尼瓦尔·布什提出的科学推

动线性模式到随后的市场需求牵引模式，再到今天
的立体网络交互模式（三螺旋模型、国家创新系统论
等），显示出科研创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
决定创新的因素不仅有科学方面的，也有非科学方
面的，不仅数量多而且富有变化，至于这些因素之间
或线性、或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机理就更难把握了。
虽然在某时某地对科技发展进行人为设计和管理规

划也确有其高效率的一面，但如果长期忽视甚至压
制科学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最终会造成整个科技体
制要么死气沉沉、丧失活力，要么畸形发展、误入歧
途。
过于强调科技规划和管理引导，实质上是试图

控制原本就难以预测的创新，是把无限的创新可能
性人为地局限到有限的几种、甚至单一的可能性上。
诸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好钢用在刀刃上”均属于
试图通过某些大项目以将科研创新 “一网打尽”、
“毕其功于一役”，而其后果却是往往带来“把鸡蛋放
入一个篮子里”的潜在风险。
实际上所谓科技发展的战略指导、科研项目的

导向性，也往往演变成了对科学研究方向甚至具体
观点的人为操控和粗暴干涉，定时、定产的项目制、
课题制甚至有可能成为束缚科研创新的“学术双
规”———在规定时间“研究”出规定的成果。这种观
念背后隐含的是对科研创新的控制企图，对其危险
性哈耶克曾一再警告：“对人类的头脑提出这种自觉
控制的要求。这种狂妄的想法，是理性征服外部自
然界的成功给人带来的最极端的后果。”对此，哈耶
克反复论证：“我们的文明虽是个人知识积累的结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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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而获得这种结果，靠的并不是自觉地把所有这
些知识集中在哪个人的头脑中，而是由于它包含着
我们在并不理解的情况下使用的符号、包含着各种
习惯和制度、工具和观念，这使社会中的人能够不断
地从一个知识整体中获益”，这个知识整体“大于任
何个人的行为过程，……不是哪个单一的头脑所能
掌握的。”〔１０〕

今天许多政府部门在项目审议、重要决策出台
时也会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同行评议，但由于专家人
选几乎完全由政府行政官员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熟悉

程度来挑选，而且其意见只是“参考”，专家意见的
独立性、自主性便不复存在。结果专家的同行评议
也就很自然地常常演变成了不看同行看领导，尽管
某些时候也存在专家说服领导的情形，但基本上前
者与后者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关系。同行评
议名存实亡，带来“逆淘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叹的是，这种情形实际上给双方都会带来长远的
损害：一方面各类科研机构沦为政府各个部门的秘
书处，政府纳言咨询的渠道和范围会不断地缩小和
同质化，最终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
研究者投其所好、唯政府意愿马首是瞻也会使自己
的学术研究画地为牢，逐渐失去科研成果作为社会
公器的效用。
诚然，在科研管理方面设定一些指标（如ＳＣＩ）

也不无道理，制定一些激励措施也无可厚非，但任何
指标、措施的导向不应成为科研管理“一统天下”的
标杆和工作常态。科研创新，往往既有“有心栽花花
不开”的无奈，也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安慰，亦有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意外。即使目前怎么看都“无
用”的基础研究成果（如国人相对熟知的陈景润的哥
德巴赫猜想研究工作）也标志着人类智慧的新高度，
从功利的角度说也意味着解决现实及未来实际问题

之理论可能性的增加。良好的科研环境关键在于能
够给各种各样的科技思想萌芽提供充足的发展机会

和空间，而不是所有人都向“一刀切”的统一标杆靠
近。目前很多择优资助表面看是锦上添花、皆大欢
喜，实则有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些不惜万
金的大手笔重点支持常常是“事后诸葛亮”，与其说
是引导了创新，不如说是人为制造马太效应，促成揠
苗助长、迎合“上有所好”的短视势利之风，长远看来
很可能影响甚至扼杀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结　语

仅仅几十年前，中国传统科研五大方面军中尚
无企业的踪影，而今提出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由

此也可知这其中的转变将是多么的巨大，同时也再
一次显示出政府政策导向的明显意图和惯有思路。
然而，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一家独大（应没有人怀
疑政府很快会把这变成现实）就会是中国科技创新
的出路吗？这似乎依然没有跳出长期以来中国科技

体制改革“体”为“用”服务的模式。

２００５年美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在报告《迎接风
暴──振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建设美好未
来》中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确保美国是世界上
进行创新的首选之地”，其四项科技政策建议之一即
是“创新激励和投资环境”，〔１１〕以建设最适宜科技创
新的体制和机制。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今后的一个思路也应是将更

多注意力放在创新体制本身与制度环境的认知和建

设方面，与其一再强调针对创新结果的前瞻性、针对
性、引导性，不如增加创新培育选择的多元化、多层
次性和多样性；与其压宝重点扶持，不如放手广种薄
收。一日千里固然可喜可贺，十年一剑更是难能可
贵。“为科学而科学”的自由探索仍然是当今科技发
展进步的“固本元气”，无它则会导致科学研究逐步
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并最终与科学
造福于人类社会的目标相脱离。同时，科技体制也
不仅仅是政府体制，要有更加广阔的全民科技体制
视野（社会、市场、私人等），因为给每一个机构和个
人以尽可能平等、自由的创新机会所蕴含的潜在的
无限创新可能性才是社会进步真正用之不竭的创新

之源。
毋庸置疑，任何制度均有相应的文化背景作为

前提，或隐或现，不知不觉，不是简单地把表面的方
案、规章引进来就万事大吉，中国当然无须菲薄自己
的文化，关键是需要在这个文化背景下走出自己的
科技体制创新之路，使“自主创新”真正能够“自主”，
此正所谓“体”为“用”之本也。历史上的德国如此，
美国亦然，今天同样正雄心勃勃地打算通过“２０２０
规划”〔１２〕迈进科技强国之列的中国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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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举办《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
教学大纲示范培训班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２９日，由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
课程教学大纲示范培训班”，在教育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正式开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学员有来自全国

１００多所高校的１１０多位任课老师。
在２８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教育部社政司杨光司长作了题为“精心准备，高质量开设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讲话。他首先介绍了这次研究生政治思想理论课背景、方案及其必要性，他认为，新版的《自然辩证法
概论》课程教学大纲具有四方面显著特点：突出强调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和思想指导意义；
充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技观、科技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吸收
最新学术成果，联系中国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引领时代思潮；具有较广的覆盖面，增加了教学空间和弹性。
之后，编写组专家陈凡教授受本大纲编写组首席专家郭贵春教授的委托，介绍了本门课程教学大纲的总体思
路、基本框架及主要特点和教学重点等。２８日下午以及２９日上午前半段，专家组成员北京化工大学张明国
教授（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中国科学院肖显
静教授（第四章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第五章中
国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创新型国家）分别作了介绍和讲解。２９日上午下半时段和下午的上半时段参加培训
班学员分组学习讨论了本教学大纲。之后大纲编写专家组成员陈凡教授、吴彤教授、张明国教授、肖显静教
授、殷杰教授就学员们在分组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最后，教育部社政司徐维凡副司长对本次培训
作了总结，他指出，应该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管理五个方面，整体推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
教学改革。

《自然辩证法概论》大纲编写组供稿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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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体制改革的“体”与“用”　


